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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社会转型中的省地矛盾 

—以浙江省为例 

沈航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社科部 绍兴 312000） 

【摘 要】辛亥革命后，浙江省地矛盾凸显。浙江军政府为树立权威，围绕着财政权与人事权的归属与地方军政

分府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冲突。在这个过程中，浙江军政府采取“集权军政府”的策略，这个策略既有强势集权又有

理性退让的内容。经过省地双方的冲突退让，浙江军政府较快地收回了财政权与人事权，完成了集权军政府的既定

目标。可以说，民初浙江的社会转型，就是在省地矛盾的产生与化解的过程中不断地得到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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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地矛盾即行省与其下辖地区之间的矛盾，这对矛盾从古至今一直存在并不断激化，只不过在中国传统社会强大的中央集

权体制下，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更为人们所关注。咸同之后，满清中央权力势微，汉族地方督抚势力逐渐膨胀。尤其在八国

联军侵华之时，东南各省纷纷加入“互保”的行列，满清中央丧失了对东南的实际控制权。此时省地之间的矛盾就如咸同之前

中央与地方的矛盾逐渐凸显。武昌起义爆发后，满清王朝土崩瓦解，中国迎来了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

独立各省纷纷建立了军政府与军政分府。军政府、军政分府是孙中山《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提到的“军政”时期以军令治

民的一种政权组织形式，同时也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地方政权组织形式。各地革命党人虽按

照《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建立起省地二级政权，但省地双方围绕着权力划分问题，也就是“集权军政府”还是“分权军政府

分府”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学界对民初省地矛盾问题的研究成果较少，主要集中在省军政府与地方军政分府关系方面，现有研究成果从省军政府与军

政分府之间政治派别的权力斗争等角度梳理出了矛盾纷争的大致脉络，由于长期受到革命史观的影响，较为强调革命派内部、

革命派与立宪派不同阶级不同团体的矛盾对省地关系造成的影响，由于视角不同，对省地矛盾的集中爆发点、省地矛盾的发展

过程以及省地矛盾化解方式等问题尚有具体探讨分析的空间。本文以浙江军政府与各军政分府关系为切入点，以浙江军政府树

立权威为主线，对以上问题进行探讨，希图对民初社会转型时期浙江省地矛盾相关问题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浙江军政府权威缺失及原因分析 

1911 年 11 月 4 日，浙江革命党人在杭州发动起义，5 日杭州宣告光复。革命党人随即组建了杭州军政分府，推举汪嵚

为杭州军政分府都督。11 月 7 日，浙江军政府成立，推举汤寿潜为都督。此后浙江各地革命党人或立宪派旧官僚纷纷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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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1 月底，浙江境内各地均建立起军政分府。各军政分府基本情况如下。 

 

（资料来源：林端辅：《宁波光复亲历记》，《辛亥革命回忆录》 第四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 年 8 月版，第 179-180 页；

邱寿铭：《湖州光复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 年 8 月版，第 168 页；汪林茂：《浙江通史》

清代卷（下），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 12 月版；《军政分府重订编制》，《汉民日报》，1911 年 12 月 23 日；徐映璞：《辛亥

衢州光复记》，《衢县文史资料》第 4 辑，1991 年 12 月版，第 15 页；梅冷生：《温州光复概述》，《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八集，

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年 4 月版，第 34 页。） 

由上表可知，在浙江省内成立的 11个军政分府中，一开始分府的最高领导人的任职均由地方推举产生，即便此后分府的最

高领导人发生了一些变动（台州、温州分府的最高领导人由浙江军政府直接任命），也较难改变省内大多数地区由地方产生军政

分府最高领导人的状况。由上我们似乎可以推测：光复之初，浙江军政府不仅缺乏对地方实施有效的管控，也缺乏民众的广泛

认可，其作为一个省级政权应有的政治权威是缺失的。从浙江各府县民事长的任职情况来看，似乎也印证了以上推测。对浙江

光复后创办的《汉民日报》第一次刊登的《浙江军政府政事部委定府厅州县最新民事长一览表》进行统计，该表中共涉及府厅

州县 27个，其中明确标注民事长籍贯的有 20 人，民事长籍贯为当地的有 15 人，占到 27个府厅州县的一半以上。他们分别

是杭州府吴震春、余杭县孙逢辰、新城县汪秉豪、嘉兴府方於笥、海盐朱希祖、石门马昭懿、平湖薛振基、嵊县卢观涛、金华

府宋吉成、兰溪祝绍政、义乌黄侗、永康应诒诰、浦江王志璠、汤溪洪承鲁、青田杜师业。从浙江光复以来基本可考的州县民

事长的身份来看，地方旧官僚士绅把持着各县大权。据笔者统计，由本地士绅担任民事长的有 19 人（其中包括既是革命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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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士绅的程森），其中旧官僚 15 人（其中包括既是旧官僚又是士绅的黄志潘），而革命党人当选较少，仅仅为 ２ 人（其中包

括既是革命党人又是士绅的程森）
①
。由此可见，光复后浙江军政府缺乏对地方州县一级政权的有效控制。 

究其原因，可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分析。第一，从时间上来看，浙江军政府成立于 11 月 7 日，成立时间稍晚于杭州、宁波、

台州、湖州、金华五地军政分府，与嘉兴、衢州、绍兴三地军政分府成立时间一致，早于温州、严州、处州三地。因此浙江军

政分府根本不可能对杭宁台湖金五地的光复活动有具体的领导与参与。那么浙江军政府是否对剩余六地的光复活动有直接的领

导与参与呢？根据相关史料可知，浙江军政府直接派军队参与了嘉兴与严州的光复，但绍兴、衢州、温州、处州的光复活动，

浙江军政府基本没有参与。就嘉兴光复而言，浙江军政府成立当天就派遣顾乃斌率新军 82 标向嘉兴进军，嘉兴由此光复。因

此嘉兴的光复是在浙江军政府的直接领导与参与下完成的。就绍兴光复而言，绍兴的光复是以程赞清为首的士绅旧官僚完成的，

浙江军政府并未有所参与。与绍兴的光复形式一样，衢州的光复是由当地的沈瑞麟、沈增海联络巡防营陈怀玉完成的，浙江军

政府也未参与。而温州的光复是由刘绍宽等人会议完成的，处州的光复是由吕逢樵率领光复军进入处州完成的，期间浙江军政

府也未参与。浙江军政府未参与光复活动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错过了在各地民众中树立权威的机会，导致了光复初期军政府权威

的缺失。第二，从各县民事长身份来看，大多为旧官僚士绅，革命党人较少，因此浙江军政府的政令较难在各县实施，由此浙

江军政府的权威在各县民众中也大打折扣。以浙江军政府推行剪辫为例，在革命党人担任民事长的县，剪辫运动开展较好，而

在由旧官僚士绅担任民事长的县，剪辫运动推行较为艰难
①
。显然浙江军政府也意识到自身权威缺失的问题，由此采取了一系列

“集权军政府”的策略，希图将光复后各地已拥有的权力整合，并收归省有，而收回各军政分府的财政权与人事权是“集权军

政府”策略的核心，由此省地双方围绕着财政权与人事权的归属产生了激烈的矛盾冲突。 

二、省地双方的财政权之争 

浙江军政府都督汤寿潜上任后随即宣布“全省免除商民税厘”
②
，这使得原本并不宽裕的浙江省地财政立时陷入困境。于是，

那些未被减免的捐税就自然而然地成为省地双方关注的焦点。在未被减免的捐税中盐捐因来源稳定且数额巨大，成为引发省地

矛盾冲突的一大爆发点。浙江光复后，各军政分府多采用克扣或截留盐捐的方式补贴分府财政，但做得较为隐秘，不太为外人

所知。有据可考的是，绍兴军政分府确实存在截留盐捐自用的现象。清代以来，绍兴盐务局一直是严州、处州、金华、绍兴四

府盐务的总机关，负责管理四府盐务，四府的盐捐收缴齐备后，统一经绍兴盐务局上缴省财政。浙江光复前，绍兴盐务局由湖

南人欧阳濬经营，由湖南盐商汪似祖负责收解绍兴盐务局盐捐，并上缴省财政。绍兴光复不久，绍兴军政分府为筹集资金，照

会绍兴盐务局，声明将局务收归军政分府直接管辖。1911 年 11 月 11 日，绍兴德康庄钱商孙寅初奉绍兴军政分府之命前往盐

务局，将该局所有簿据、捐单、护照、庄摺全部取走。12 日，绍兴军政分府派会稽县劝业员张琴生接办绍兴盐务局，截留了该

局所存现银十三万两。绍兴军政分府截留盐捐的消息传到杭州后，浙江军政府政事部长褚辅成当即任命查庄伯为特派员赴绍调

查，并立即上报汤寿潜称：“盐科一项为国家税之大宗，断非地方附加税可比。乃绍兴军政分府收管之局意将此项正款作为地方

之用。”
③
汤寿潜随即致信绍兴军政分府都督王金发，与其协商盐捐事宜。在信中，汤寿潜委婉地对王金发截留盐捐一事进行了

规劝，指出“且都督可也，因都督而越权，窃以为过矣。浙东收入悉抵洋款，盐茶局为收入一大宗，此款一经截留，彼族必来

指诘”。同时汤寿潜提出了解决方案，“盐茶局票据、簿册，似应发还该局，派员监督，以促其进行，防其混匿则无不可。尚有

存款，除扣下五千元外，还祈照解省中”
④
。王金发是否给汤寿潜回信，现已不可考，但根据此后绍兴军政分府的作为来分析，

王金发不仅没有接受汤寿潜的建议，反而通过控制钱清场的方式回应汤寿潜。11 月中旬王金发以“钱清场不负众望，分府钦遵

相机行事命令，期杜君泽卿接任”
⑤
，完全控制了绍兴的盐务。 

这一时期，绍兴军政分府牢牢把控住了以盐捐为中心的财政权，浙江军政府在与绍兴军政分府财政权归属的争夺中始终处

于下风。这种状况一直到蒋尊簋继任浙江军政府都督后才得以改变。蒋尊簋任职后继续推行集权军政府的策略，他对绍兴军政

分府控制财政的做法极为不满，但碍于王金发革命元勋身份，决定采取协商的方式解决矛盾。经省绍两方多次协商让步，至 1912 

年 2月最终达成一致意见。绍兴军政分府同意“所有各机关收入款项亦尽数解省”，而同时浙江军政府也保证“绍属所需用之欵

由财政司支给”
⑥
。此后，绍兴军政分府陆续将以盐捐为中心的截留款项上缴省财政，而其余截留省款的各军政分府也效仿绍兴

军政分府的做法，一一上缴省款。以此为标志，浙江军政府成功地收回了各军政分府的财政权，在财政方面树立了自身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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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省地双方的人事权之争 

浙江军政府与各军政分府关于人事权的争夺，尤其是对各县民事长任免权的争夺是民初浙江社会转型中省地矛盾的又一大

爆发点。浙江光复不久，浙江军政府就宣布将各县民事长任免权收归省有，但由于各县先期已通过军政分府推荐或民众推选的

方式选出了各县的民事长，因此浙江军政府另委民事长的行为引起了各军政分府与民众的不满，各地民众纷纷请愿，要求军政

府收回成命。 

在衢州，浙江军政府任命前清县令孔庆宜为民事长后，立刻激起了衢州民众的强烈反对。孔庆宜在衢州被民众称为“花狗”，

衢州光复后，其“运动党羽，拥戴自任为民事长，当为地方人民所不容，烦言啧啧”
⑦
。为掩盖自己的罪行，孔庆宜纠集无赖将

报道其劣迹的报馆捣毁。衢州各界在留日代表汪国庆的组织下，决定“以衢郡民事长孔庆宜素行无赖，不恰民情，兹复挟专制

之淫威，用强硬之手段，致令内部紊乱，民情洶洶，四乡人民长生涂炭”为由，推举朱存理为民事长，并报请浙江军政府承认。

浙江军政府政事部部长褚辅成素来崇尚“集权军政府”，对地方争夺县民事长的任免权极为反对，他表示：“查府民事长须经都

督委派，非由公举所能信任，所请难以准理”
⑧
，断然拒绝了衢州民众要求。在湖州，俞鉴澄等人在光复后组织民众公举民事长，

并请军政府承认。浙江军政府对湖州民众的要求也毫不理会，再次强调“请任官方式均用委任，不必以公举之法，致有迟滞之

弊。此后任官应由政事部呈请委任等情，所请难以准行”
⑨
。在金华，浙江军政府委任程榆为武义民事长后，金华民众群起反对。

他们致电军政府都督、政事部称：“武义葛民事长公正廉明，士民爱戴，请勿拟更调以安人心。”
⑩
但浙江军政府对此电文不闻不

问，反而电令武义葛民事长：“民事长已委程榆，仰静候交代。”
○11
在处州，缙云自治会发起公举民事长，最终推举原县令为民事

长，并请求浙江军政府承认。浙江军政府回电：“民事长已委叶葆彝，所请公举汪令毋庸议。”
○12
处州民众对军政府回电虽极为不

满，却也无可奈何，遂以缙云自治会名义致电浙江省临时议会，要求临时议会同意民事长由当地民众公选产生，在电文中缙云

自治会指出“缙秩序紊乱，汪布置略有端倪，排叶电无效，人心惶恐，不速设法，缙恐糜烂”
○13
，但浙江军政府仍不为所动，坚

持派叶葆彝接任民事长。在浙江军政府强势集权下，各军政分府与民众在民事长的任免问题上向浙江军政府做出了理性退让，

最终接受民事长由浙江军政府委派的事实。 

由以上事例可知，虽然各军政分府就各县民事长任免的人事权归属与浙江军政府有过激烈的矛盾冲突，但各军政分府能采

取理性退让的策略，放弃了民事长的任免权，由此缓解了省地之间的矛盾。而浙江军政府在处理此次事件的过程中，能顶住各

界压力，坚持既定方针，不仅收回了各县民事长的人事权，还树立了军政府的权威，巩固了浙江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 

1912 年 2 月 12 日，清帝宣布退位，军政分府的历史使命宣告结束。2 月 28 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正式致

电各省军政府都督，令其裁撤下辖军政分府，通告指出“现战事已将告终，民政应设专员，军政应筹统一，军政分府多属无用，

希贵都督酌量情形，将所属军政分府分别裁撤，以一事权”
○14
。经过半个多月的准备，3 月 18 日，蒋尊簋召集各军政分府都督

（府长）开会协商撤销分府事宜。经连续四次会议，至 3 月 23 日，省地双方就撤销军政分府达成一致，“军队不能解散者编

入省部调遣；裁判俱归知事权限；各府公共财产，俟中央政府官制定后，有无府机关再行议处”
○15
。严州军政分府叶书诰回严后

积极进行分府裁撤事宜，电禀浙江军政府“于阳历五月初一号取消，一切事件移交余知事重耀办理”。
○16
继严州军政分府撤销后，

绍兴军政分府都督王金发也电禀蒋尊簋将取消分府[17]，6 月 30 日王金发卸任，绍兴军政分府正式撤销。继严州、绍兴后，

宁波军政分府、湖州军政分府也宣布将撤销，杭州军政分府则将撤销之日定于 6月 1 日。此后嘉兴、台州、金华、衢州、温州

等军政分府也先后在 6 月至 7 月间宣布取消。至此，浙江军政府完全收回了军政分府的财政权、人事权等权力，真正实现了

集权军政府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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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初浙江省地矛盾产生的原因来看，由于指导革命党人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缺乏对革命成功后省地二

级政权权力关系问题的阐述，因此省地双方对“集权军政府”还是“分权军政分府”的问题认识较为模糊，因此省地双方大多

按照自己的意愿对二者关系进行认识，这是造成民初浙江省地矛盾的思想原因。此外，由于浙江各地的光复大多由当地旧官僚

士绅组织并完成，浙江军政府在各地光复过程中缺乏对地方的统一领导与参与，因此没有及时确立其在地方的权威，加之浙江

军政府在推行“集权军政府”政策时较为强势，没有与军政分府与各地民众充分沟通，导致各地民众的不满，这是造成民初浙

江省地矛盾的策略原因。 

从民初浙江省地矛盾的爆发点来看，主要集中在对财政权、人事权的争夺。根据浙江光复时期的财政状况，由于浙江军政

府首任都督汤寿潜宣布免除商民厘税后，无论是省财政还是地方财政均极为困难，因此控制以盐捐为中心的财政权就成为省地

之间的一大矛盾爆发点，以绍兴军政分府同意上缴省款为标志，浙江军政府终于艰难地收回了财政权。对于人事权的争夺，尤

其是对各县民事长人事权的争夺是省地矛盾的又一大爆发点。由于浙江军政府强势集权的政策，导致省地矛盾的加剧，但也以

此进一步树立了自身的权威。从民初浙江省地矛盾的特点来看，虽然双方围绕着财政权、人事权产生了激烈的斗争，但浙江革

命党人的革命性促成了省地双方在处理矛盾的过程中采取理性妥协的方式解决争端，省地双方领导人总能以革命大局为重，通

过谈判妥协的理性方式解决争端。可以说民初浙江的社会转型，就是在省地矛盾的产生与化解的过程中不断地得到推进。 

注释： 

①具体言之，霍修勇《辛亥革命时期军政府与分府矛盾斗争析论》（《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 年第 9 期）从革命派

内部、革命派与立宪派之间的矛盾冲突入手，整体考察了军政府与军政分府之间的矛盾；霍修勇：《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军政分府》

（《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11 年第 5 期） 以省地统辖关系入手梳理出了 4 种军政府与军政分府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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